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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
子。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
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
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
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
战，“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金融
奇迹，“货币战场”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
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
家理财的故事……

“扁担银行”
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

红军长征行进队列中，红军中央
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
备的武器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载有黄
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珠宝、
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
有几台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
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
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上最小的
国家银行被挑在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
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
社展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任行
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
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
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刚创立，只有从闽西工农银
行转来的 20 万元，人员仅有行长毛
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
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
希均。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
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
员。任务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
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
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
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
竟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
民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
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
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
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
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毛
泽民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
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
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
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随着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
行慢慢正常运转。

时有“假币幽灵”游荡在苏区，搅
乱了刚建立的金融体系，怎么办？毛
泽民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术，一个意外
让他茅塞顿开。一天晚上，毛泽民伏
案工作，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促发
了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纸币时
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可通过透
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亦可通过火燎纸
币发出的羊毛焦味辨别钞票真伪。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
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
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

险恶的环境中，没放弃尝试利用货币
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
援百姓活跃贸易。

遵义是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
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
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是鸦
片。当地百姓对苏区纸币不感冒。毛
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
谱，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
到盐。红军进遵义城打击军阀奸商，
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
决计将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
售，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十余天，
毛泽民带领员工设立兑换点，百姓可
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
也可拿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
纸币凭借良好信用，迅速流通起来。
不久，“扁担银行”接到随部队转移的
命令，撤离遵义前在闹市区张贴布告，
设立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
资换回百姓手中的苏币，不到一个月，
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
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

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
达吴起镇时，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
部只剩下8人，家当尚存黄金2担、白
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
账目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
没损失一块银元。毛泽民的名字因此
镌刻在红色中国货币史上：一次是以
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
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
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
行第一套货币上。

“马背银行”
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
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
忧。”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
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
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
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
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
基者”。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
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高捷成考入厦门大学攻
读经济学，未毕业便来到上海中南银
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上海地下
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装成人力
车夫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不
幸被捕。出狱后的高捷成回到漳州老
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做出纳。

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
建省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武装斗争，成
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
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
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
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
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
重伤，没药品医治痛苦不堪。他想到
银庄里贮存的银元，借经管业务之便，
从银庄借用2万元帮游击队购买药品
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40余天，高捷成
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

银元之后被运到江西瑞金，成为中华
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
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保
障作用。在王占春鼓励下，高捷成告
别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北上抵达中央
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
庄老板踏破高家门槛。对于先前借用
的钱款，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
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
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高捷成入了党，协助毛
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
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八路军129师挺
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
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
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
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
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
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
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
家四合院，挂出“冀南银行”的招牌，经
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
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厂址和
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
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分
散在岩洞中。三个印钞厂可做到3小
时内安全转移，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
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
德州等地采购而来，要靠人背马驮的
方式躲避敌军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
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
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
券，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
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
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
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
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
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站稳
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
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
万人口使用。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
发动大规模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
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后立马执行
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
转移。之后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
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高捷成却
坚持到附近分行开展救援。一天下
午，一行人赶到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
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包围了他们借宿
的院子。突围到村外时，高捷成发现
警卫员没跟上，又返回寻找，不幸被敌
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窑洞银行”
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
“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
世，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
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
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
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变
身为西北农民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
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
了困境，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

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
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
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
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头一把
“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
发展生产事业”。他认为解决金融问
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致信毛泽东，
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
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
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
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
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
农业贷款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
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
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
获后交还等价实物。朱理治的“普惠
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
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
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
就无法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
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
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
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朱理治想
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
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
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
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
说，奖金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
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告边区同胞
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
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
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
开奖委员会委员，推进了民众对储蓄
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

《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基本售
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
延安当众开奖，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
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
随即，敲锣打鼓声中，朱理治亲自把巨
奖送到农民家中。有奖储蓄的面世，
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
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
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
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陕甘宁边区金融人才匮乏。为了
广招人才，朱理治不惜采取“贷款收
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
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
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
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
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
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
只有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
景。在他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
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
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
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
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
举”。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
鼎盛时期。来源：解放日报

三位“红色金融家”为革命军队当家理财

每一枚铜板都用在刀刃上


